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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当前，大学生焦虑问题日益凸显。了解家庭功能如何影响焦虑情绪，并进一步考查情绪调节策略在其中

的调节作用，对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对家庭功能、情绪调节与大学生焦虑三者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尚不充分，亟需探讨家庭功能影响焦虑的内在机制，并揭示情绪调节策略在这一机制中的具体调节作用。目的　探讨低年级

大学生家庭功能与焦虑的关系，并检验情绪调节策略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改善大学生焦虑情绪提供参考。方法　于

2023年 3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某综合性大学大一和大二年级学生共 1 980人。采用自编一般情况问卷、情绪调

节策略问卷（ERQ）、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 Ⅱ-CV）以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评定。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及 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探讨情绪调节策略在家庭功能与焦虑关系中的调节作

用。结果　男性大学生 ERQ 认知重评维度评分低于女性大学生（t=-5. 793，P<0. 01），表达抑制维度评分高于女性大学生

（t=8. 359，P<0. 01）。低年级大学生FACES Ⅱ-CV家庭适应性和家庭亲密度分量表评分与ERQ认知重评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

（r=0. 251、0. 302，P均<0. 01），与ERQ表达抑制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r=-0. 113、-0. 154，P均<0. 01），与 SCL-90焦虑因子评分

均呈负相关（r=-0. 243、-0. 202，P均<0. 01）；SCL-90焦虑因子评分与ERQ认知重评维度评分呈负相关（r=-0. 159，P<0. 01），与

ERQ表达抑制维度评分呈正相关（r=0. 171，P<0. 01）。多元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认知重评在家庭亲密度与焦虑的关系中

发挥调节作用（β=-0. 421，P<0. 01）。结论　认知重评策略在家庭亲密度影响焦虑的过程中具有缓冲作用，可能有助于缓解家

庭功能不良导致的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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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nxiety exhibits a rising preval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family function relates to anxiety and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within this context hold 
substantial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not sufficiently 
elucidated the complex interplay among family functio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nx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urther research is 
warranted to clarif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linking family function to anxiety outcomes and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moderating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his causal pathway.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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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xiety among lower-grade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validat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his relationship， 
thereby offering evidence-based insights for anxiety reduction interventions in this population. Methods　In March 2023， a total of 
1 980 first- and second-year students from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Shanghai were selected using th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 self-designed 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th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the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 Ⅱ -Chinese Version （FACES Ⅱ -CV）， and the Symptom Checklist-90 （SCL-90） were utilized for assessment.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test the correlations of each variable.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certif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anxiety. Results　Compared with female students， male students scored significantly lower on ERQ cognitive 
reappraisal （t=-5. 793， P<0. 01） 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ERQ expressive suppression （t=8. 359， P<0. 01）.  For lower-grade 
college students， scores on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ubscales of FACES Ⅱ -CV showe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cognitive 
reappraisal in ERQ （r=0. 251， 0. 302， P<0. 01）， while simultaneously displaying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both expressive 
suppression in ERQ （r=-0. 113， -0. 154， P<0. 01） and anxiety in SCL-90 （r=-0. 243， -0. 202， P<0. 01）.  Notably， anxiety scores 
in SCL-90 were inversely related to cognitive reappraisal scores in ERQ （r=-0. 159， P<0. 01） but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expressive 
suppression scores in ERQ （r=0. 171， P<0. 01）.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cognitive reappraisal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ohesion and anxiety （β =-0. 421， P<0. 01）. Conclusion　 The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serves as a moder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ohesion and anxiety， potentially mitigating the escalation of anxiety 
levels associated with family dysfunction.  ［Fund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und of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number， PKJ2023-Y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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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ve suppression

焦虑是个体应对压力时常见的情绪反应，适度

的焦虑有助于提升注意力、增强警觉性，从而有助

于应对挑战；当焦虑水平超出正常范围时，可能损

害个体的认知、行为与社会功能，对其整体适应产

生负性影响［1］。随着社会快速变迁、就业压力的持

续加剧，大学生群体焦虑水平呈上升趋势［2］。对于

低年级大学生而言，他们正处于从高中到大学过渡

的关键阶段，面临学习方式转变、人际关系重构等

多重挑战。与高年级大学生相比，低年级大学生缺

乏成熟的应对经验和心理调适机制，可能更易受到

焦虑情绪的困扰［3］。

既往研究显示，家庭功能与个体的情绪特征密

切相关［4］。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作为动态的有

机系统，其结构特征、沟通模式会深刻影响家庭成

员的心理发展［5］。相关研究表明［6-7］，家庭功能的亲

密度和适应性水平越高，个体焦虑程度越低。然

而，家庭功能欠佳并不必然导致焦虑，提示两者之

间可能存在重要的调节机制。情绪调节策略是个

体管理和控制自身情绪体验与表达的认知-行为过

程，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8］。神经影像学研究

表明，这两种策略分别激活不同的脑区网络，并产

生不同的生理和心理影响［9］。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对

焦虑情绪的缓解效果存在差异。作为适应性策略，

认知重评有助于降低日常压力源带来的负性影响；

相比之下，表达抑制虽可能在短期内减少情绪的外

在表露，却往往会增加个体的内部焦虑体验［10-12］。

家庭功能会影响个体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高

功能家庭的子女更倾向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而低

功能家庭的子女可能更依赖表达抑制策略［13］。因

此，情绪调节策略可能作为重要的调节变量，改变

家庭功能对个体焦虑水平的作用强度。基于此，本

研究提出两个假设：其一，家庭功能与低年级大学

生焦虑水平相关，家庭功能越好，焦虑水平越低；

其二，情绪调节策略在家庭功能与焦虑的关系中具

有调节作用，认知重评策略会削弱家庭功能不良与

焦虑之间的关联强度，而表达抑制策略会增强该

关联。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 2023 年 3 月，采取

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某综合性大学正常就

读的全日制大一和大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

2 536 人。参照陈美媛等［14］样本量计算方法，使用

G*Power 3. 1检验现有样本量是否充足，经Post-hoc
统计功效检（effect size=0. 25，α=0. 05），power=1，说
明样本量足够。入组标准：①大学一、二年级学生；

②本人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①问卷填写不完整或存在明显逻辑错误者；②拒绝

参与研究或中途退出者。本研究经上海市浦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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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批（伦理审批编号：

PDJWLL2023002）。

1. 2　调查工具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问卷收集大学生的基本资

料，包括性别、年龄、生源地（城镇和农村）、是否为

独生子女、专业、就读年级、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父母

受教育程度。

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mily Adapt⁃
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 Ⅱ -Chinese 
Version，FACES Ⅱ-CV）［15］评定家庭功能。该量表为

自评量表，包括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 2个分量

表，共 30个条目，采用 1~5分 5级评分。家庭亲密度

分量表评分范围 28~92分，评分越高表明家庭成员

之间越亲密；家庭适应性分量表评分范围 14~70分，

评分越高表明家庭成员处理挑战和情绪越灵活。

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76，家庭

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

别为0. 779、0. 778。
采用情绪调节策略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16］评定情绪策略。该量表共

10 个条目，包含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 2个维度。采

用 1~7 分 7 级评分，评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倾向于使

用该策略。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57，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维度的Cronbach’s α系

数分别为0. 860、0. 740。
采 用 症 状 自 评 量 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15］评定情绪状况。SCL-90共 90个项目，采

用 0~4 分 5 级评分，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

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以及精神病性

9 个因子。本研究选取焦虑因子进行评估，该因子

评分越高表明焦虑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16，焦虑因子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 783。
1. 3　评定方法与质量控制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3名心理健康教育老师担任

主试，在教室发放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说明填写要

求和注意事项，匿名填写。问卷填写耗时约 45 min，
填写完成后当场回收。双人录入数据，第三人审核，

剔除关键信息缺失或作答不完整的问卷。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 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对计

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不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考

查 FACES Ⅱ-CV 评分与 ERQ 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采用 Spearman相关分析考查 SCL-90焦虑因子评分

与FACES Ⅱ-CV评分、ERQ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

用分层回归分析探讨ERQ的调节作用。双侧检验，

检验水准α=0. 05。
2 结　　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对所有量表条目进行

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22个，第一个主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1. 95%，低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

法偏差。

2. 2　基本资料　

共发放问卷 2 536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980 份

（78. 08%）。男生 1 110 人（56. 06%），女生 870 人

（43. 94%）；年龄 18~22 岁［（19. 82±0. 94）岁］；生源

地：农村 495 人（25. 00%），城市 1 485 人（75. 00%）；

独生子女 1 477 人（74. 60%），非独生子女 503 人

（25. 40%）；文 科 391 人（19. 75%），医 科 256 人

（12. 93%），理科 1 333 人（67. 32%）；大一 1 030 人

（52. 02%），大二 950人（47. 98%）；家庭经济状况：较

好 184 人（9. 29%），中等 1 540 人（77. 78%），较差

256 人（12. 93%）；父亲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120人（6. 06%），中学 550人（27. 78%），大专及以上

1 310 人（66. 16%）；母亲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224 人（11. 31%），中学 612 人（30. 91%），大专及以

上1 144人（57. 78%）。

2. 3　不同性别的低年级大学生各量表评分比较　

与女性大学生相比，男性大学生 FACES Ⅱ-CV
家庭亲密度及家庭适应性分量表评分均更低（t=
-5. 901、-3. 395，P 均<0. 01），ERQ 认知重评维度评

分更低（t=-5. 793，P<0. 01），表达抑制维度评分更

高（t=8. 359，P<0. 01）。不同性别的低年级大学生

SCL-90焦虑因子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
-1. 611，P>0. 05）。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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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相关分析　

低年级大学生 FACES Ⅱ-CV 家庭适应性和家

庭亲密度分量表评分与 ERQ 认知重评维度评分均

呈正相关（r=0. 251、0. 302，P均<0. 01），与ERQ表达

抑制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r=-0. 113、-0. 154，P均<
0. 01），与 SCL-90 焦虑因子评分均呈负相关（r=
-0. 243、-0. 202，P 均<0. 01）。SCL-90 焦虑因子评

分与 ERQ 认知重评维度评分呈负相关（r=-0. 159，
P<0. 01），与 ERQ 表达抑制维度评分呈正相关（r=
0. 171，P<0. 01）。

2. 5　回归分析与简单斜率分析　

Durbin-Watson 统计量为 1. 947，数据满足独立

性假设。标准化残差P-P图显示符合正态分布。标

准化残差散点图基本保持稳定，满足方差齐性。无

多重共线性（VIF 值<5）。以 FACES Ⅱ-CV 家庭亲

密度及家庭适应性两个分量表评分为自变量，以

ERQ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维度评分为调节变量，

以 SCL-90 焦虑因子评分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方程

（Enter法），同时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

（是否为独生子女、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父母

受教育程度）。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解释

力逐步提升，认知重评与家庭亲密度的交互项回归

系数有统计学意义（β=-0. 421，P<0. 01），认知重评

与家庭适应性的交互项无统计学意义（β=-0. 154，
P>0. 05），表达抑制与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的

交互项均无统计学意义（β=0. 062，-0. 083，P 均>
0. 05）。见表2。

为进一步检验认知重评的调节作用，根据认知

重评维度评分，将大学生分为三组：高分组（>均数

加一个标准差）、低分组（<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中

分组（介于两者之间）。以家庭亲密度为自变量，以

焦虑为因变量，在认知重评高分和低分组中分别绘

制回归线。见图 1。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在认

知重评低分组中，家庭亲密度可负向预测焦虑情绪

（β=−0. 274，P<0. 01）；在认知重评高分组中，该回

归系数无统计学意义（β=−0. 072，P>0. 05）。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功能与低年级大学生的

焦虑情绪密切相关，家庭功能对焦虑情绪具有负向

预测作用，假设一成立。认知重评在家庭亲密度与

焦虑之间具有调节作用，但在家庭适应性与焦虑关

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无统计学意义，表达抑制在其中

的调节作用也无统计学意义，假设二部分成立。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不同性别的低年级大学生

ERQ认知重评维度和表达抑制维度评分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即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

女性更常采用认知重评，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7-19］。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存在的差异，可能

源于社会文化对性别情绪表达的不同期望［19］：相

较于女性，男性在成长过程中往往被要求情绪表达

的控制，其自身也普遍感知到更高的情绪克制

要求。

本研究中，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与焦虑水

平均呈负相关，即低年级大学生的家庭功能越高，

其焦虑水平越低，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0-22］。功能

良好的家庭能为个体提供情感支持和安全感，帮助

其形成独立、成熟的人格特质和积极的心理特征，

从而减轻焦虑等负性情绪［22］。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认知重评有助于降低焦虑水平，而表达抑制则不利

于焦虑情绪的调节，这一结果符合 Gross 的情绪调

节过程模型及其相关实证研究结论［23-24］。同时，家

庭功能良好的个体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认知重评

策略，而家庭功能欠佳者多依赖表达抑制，与既往

研究结果一致［25-26］。提示积极的家庭环境可能通过

促进子女的情绪觉察与良好的情感互动，引导其形

成更为成熟的情绪调节模式。

表1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各量表评分比较［M（P25，P75）/x̄±s，分］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ale scor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组　　别

男性（n=1 110）
女性（n=870）

t/Z

P

Cohen’s d

FACES Ⅱ-CV评分

家庭亲密度

71. 32±8. 72
73. 89±9. 87

-5. 901
<0. 010

0. 281

家庭适应性

51. 01±7. 62
52. 33±8. 59

-3. 395
<0. 010

0. 166

ERQ评分

认知重评

31. 15±6. 81
32. 79±6. 32

-5. 793
<0. 010

0. 253

表达抑制

15. 97±5. 04
14. 14±4. 86

8. 359
<0. 010

0. 371

SCL-90焦虑

因子评分

0. 61（0. 21，0. 90）
0. 64（0. 20，0. 93）

-1. 611
0. 094
0. 036

注：FACES Ⅱ-CV，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ERQ，情绪调节策略问卷；SCL-90，症状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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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认知重评在家庭亲密度与

焦虑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但认知重评对家庭适

应性与焦虑关系的调节作用无统计学意义。这一

差异性结果可能反映了家庭功能不同维度的独特

性质［27-28］。家庭亲密度侧重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

联结，易受个体心理特质的影响；而家庭适应性则

体现整个家庭系统在面对压力时进行结构调整和

角色转变的能力，是一种更宏观、更具系统“刚性”

的特征，个体层面的认知策略可能难以改变整个家

庭系统的功能模式。此外，大学生群体的认知重评

能力仍在发展中［29］，其效能可能不足以对抗来自结

构性家庭问题的持续压力。同时，本研究未显示表

达抑制的调节作用，这与该策略本身的非适应性本

质相符［10-12，30］。表达抑制通过压抑情绪的外在表达

来调节情绪，但这往往伴随着更高的生理唤醒和认

知资源消耗，因此该策略非但不能缓解焦虑情绪，

反而可能使其加剧。

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进一步揭示了认知重评在

家庭亲密度与焦虑之间的调节模式：对认知重评水

平较低的个体，家庭亲密度的缺乏可能提高焦虑水

平，而高认知重评个体不受该影响。根据 Gross 的
情绪调节过程模型［30］，认知重评通过改变个体对情

绪事件的认知评价来调节情绪反应。当个体的家

庭亲密度不足时，较高的认知重评能力有助于重新

解释家庭互动，从更积极的角度理解情境，从而减

少负性情绪。从神经生物学层面看［9］，认知重评能

够激活前额叶皮层等高级认知控制区域，下调杏仁

核等边缘系统活动，进而减弱与焦虑相关的生理

反应。

综上所述，认知重评在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焦

虑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为情绪调节策略在家庭

环境影响心理健康过程中的保护机制提供了实证

支持。本研究局限性：①样本来源较为单一，仅纳

入一所高校的低年级大学生，建议可扩大样本范

围，将高年级大学生纳入比较，以更全面地揭示家

表2　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效应的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2　Hierarchical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变　　量

家庭经济状况

父亲受教育程度

母亲受教育程度

生源地

是否为独生子女

家庭亲密度

家庭适应性

认知重评

表达抑制

家庭适应性×认知重评

家庭亲密度×认知重评

家庭适应性×表达抑制

家庭亲密度×表达抑制

R2

ΔR2

F

模型1
β

0. 080
-0. 122

0. 063
-0. 112

0. 086
-

-

-

-

-

-

-

-

0. 081
0. 081
3. 852a

t

1. 452
-2. 149

1. 081
-1. 947

1. 618
-
-
-
-
-
-
-
-

P

0. 151
0. 031
0. 279
0. 052
0. 113

-
-
-
-
-
-
-
-

95% CI

-0. 031~0. 191
-0. 239~-0. 005
-0. 032~0. 158
-0. 223~0. 000
-0. 021~0. 193

-
-
-
-
-
-
-
-

模型2
β

0. 054
-0. 078

0. 032
-0. 084

0. 064
-0. 219
-0. 115
-0. 251

0. 054
-
-
-
-

0. 202
0. 121
9. 679a

t

1. 125
-1. 681

0. 721
-1. 582

1. 183
-4. 251
-1. 853
-4. 649

0. 921
-
-
-
-

P

0. 263
0. 087
0. 472
0. 113
0. 236
0. 000
0. 071
0. 000
0. 362

-
-
-
-

95% CI

-0. 041~0. 149
-0. 167~0. 011
-0. 056~0. 120
-0. 187~0. 019
-0. 041~0. 169
-0. 324~-0. 114
-0. 239~0. 009
-0. 355~-0. 147
-0. 063~0. 171

-
-
-
-

模型3
β

0. 044
-0. 059

0. 021
-0. 063

0. 042
-0. 351
-0. 101
-0. 282

0. 042
-0. 154
-0. 421
-0. 083

0. 062
0. 452
0. 250

16. 853a

t

0. 957
-1. 421

0. 584
-1. 249

0. 847
-5. 853
-1. 516
-4. 950

0. 784
-1. 679
-4. 177
-0. 752

0. 579

P

0. 341
0. 155
0. 562
0. 211
0. 402
0. 000
0. 131
0. 000
0. 441
0. 094
0. 000
0. 454
0. 561

95% CI

-0. 046~0. 134
-0. 143~0. 025
-0. 049~0. 091
-0. 161~0. 035
-0. 057~0. 141
-0. 468~-0. 234
-0. 219~0. 017
-0. 393~-0. 171
-0. 066~0. 150
-0. 313~0. 005
-0. 621~-0. 221
-0. 274~0. 108
-0. 152~0. 276

注：变量赋值如下，是否独生（1=独生，2=非独生）、生源地（农村=1，城市=2）、家庭经济状况（1=好，2=中，3=差）、父母受教育程度（1=小学以下，

2=中学，3=大专及以上）；aP<0.01

图1　认知重评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分析图

Figure 1　Simple slope analysis plot of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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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功能与个体情绪调节方式对焦虑的影响。②未

控制人格特质、社会支持、近期生活应激事件等重

要混杂因素，可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后续研究应

加以控制。③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难以揭示变量

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在控制更多混杂因素的

基础上，采用纵向设计或多因素模型，进一步验证

和拓展其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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